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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平台背景下情感传播的成因、

风险及反思

□王　斌

[西南交通大学　成都　611756]

[摘　要]    从乡土社会到网络社会，情感传播的形态不断更新。特别是随着数字平台的崛起，网

民的情感不再简单地由平台传输，更日益被平台塑造。基于数字平台而生的民间社会、情感经济和算

法技术，是推动情感传播的新型成因。同时，情感传播造成的社会风险也日益突出，并集中体现在情

感公众的“泛情绪化”、数字平台的异化以及“以法治网”的弱化等三个方面。为应对新挑战，我们

必须把准本土网络治理的现实脉络和理论方向，在健全网络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做好“以情治网”，促

进情感传播正向功能的发挥，以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方式，建成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的互联网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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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rural society to network society, the form of affective communication is constantly updated.
Especially with the rise of digital platform, netizen’ emotions are no longer simply transmitted by platforms, and
are increasingly being molded by platforms. The folk society, emotional economy and algorithm technology based
on digital platform are the new causes to promote affective commun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social risk caused
by  affective  communication  is  also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it  is  concentrated  on  three  aspects,  such  as  pan-
emotionalization of public, the alienation of the digital platform and the weakening of the actual effect of law.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new  challenges,  we  must  take  the  real  context  and  theoretical  direction  of  local  network
governance, promote the positive function of a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build up the healthy Internet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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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感传播：理论脉络与本土现实

社交网络的普及一方面令情感传播成了网民数

字生活的常态，另一方面也通过情感传播制造了情

感极化和情感新闻泛滥等乱象。已有研究证明，情

感传播会影响到人们对信息的认知、回忆和评

价[1]。2016年，“后真相”（post-truth）一词被

《牛津英语词典》收录为年度词汇，这折射出“西

方社会中情绪诉求比客观事实更能主导舆论，事实

似乎逐渐失去支撑社会共识的作用，而情绪的影响

力则日益上升”[2]。

于是我们不得不问，何谓情感传播？不同论者

分别从公共关系、文化研究和社会心理学等视角对

此进行了界定，但都各有偏颇，这其中有两点亟待

厘清。一是，情感不完全等同于情绪。如果说，情

绪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那么，情感则更偏属于社

会学范畴。因为，情感既是一类流动性的资源，可

用于改变他人的认知、态度与观点，更是一种结构

化的存在，关联着道德、制度和文化规范。二是，

传播也并非是简单的传递。詹姆斯•W.凯瑞（James
W. Carey）就曾区分了传播的“传递观”与“仪式

观”。在他看来，前者关注如何克服时空限制、促

进信息扩散，而后者则聚焦信息在维护有意义、有

秩序的文化世界上的功能[3]。所以，传播既是对信

息的动态传输，也是对社会价值的内在建构。基于

此，有论者指出情感传播是：“人们基于一定情境

和机制而展开的人际互动和群体互动，从而达到情

感和意义的共享”[4]。从此角度上讲，情感传播承

载的不仅是图文符码，更是对集体情绪和价值认同

的传递与塑造。特别是受社交媒体影响，情感传播

不仅能够迅速唤起网民的关注而形成在线舆情，更

能基于网民共通的情感而驱动甚至扭转网络舆论[5]。

不过，从理论传统上讲，对情感的关注并非一

直是社会理论的核心范畴，而是近三十年来才发生

的新的范式变革。由于受启蒙运动以降的二元论影

响，包括传播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一直坚守理性主义

的立场，主体间的信息交换被简化成了情感空洞的

程式化互动。所幸的是，社会科学在20世纪80年代

完成了“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这一“情

感化”（emotionalization）的转型以人的感性为切

入视角，纠正了以往过度理性的陈旧认知[6]。那些

曾被视作非理性的、私人化的情感，如今成了理解

传播实践和公共领域的基础[7]5。同时，伴随着大众

媒体在20世纪90年代的集中涌现，报刊和音像制品

一跃成为展现和凝聚情感的重要媒介，私人情感也

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公众的监控与消费。特别是在率

先使用互联网的欧美社会，网民的亲密和信任关系不

断向线上转移，网络社区变成了感性的赛博空间[8]。

当然，要准确理解我国新数字环境下的情感传

播，还必须回到本土社会的历史变迁和现实表征中

来。一方面，从历史维度上看，情感传播绝不只是

数字时代的产物，而是在我国不同发展阶段有着差

异化的表现形态，这可从四个阶段来看。首先，是

乡土社会阶段。乡土社会中的互动大都发生在情感

联接十分紧密的宗族社群之中，人情和“关系”决

定了主体获取信息的数量、质量及速度[9]。这就使

得“亲亲相隐”和“道由情出”既奠定了情感传播

的基础结构，又维持了中国传统文化“情本体”的

底色。其次，是单位社会阶段。单位体制下的信息

传递除了依靠理性化的文件和指示之外，也离不开

单位领导以人格魅力开展的情感工作和思想动员。

所以，华尔德（Andrew G. Walder）才会在关于

“新传统主义”（Neo-traditionalism）的研究中指

出：不同于乡土社会那种建基在家族情感之上的信

息分享，单位制下的传播被深深地打上了集体化的

情感烙印[10]。再次，是市场社会阶段。市场化与单

位制改革在这一时期同步发生，情感传播从依赖集

体逐步变成了面向个人。如果说，情感传播在单位

制中的功能是询唤服从集体的生产主体，那么，在

市场背景下，情感传播则通过各类大众文化产品，

完成了对崇尚个性的消费主体的建设。最后，是网

络社会阶段。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媒体的流行，

使得传播的情感属性得到空前增强。特别是随着部

分社会矛盾在社交网络里的发酵和扩散，怨恨、愤

怒、戏谑、同情和郁闷等多样化情感在网络中滋

生，这类情感的网络化传播也成为了诸多新媒体事

件频发的重要原因。需要一提的是，以上阶段只是

一种韦伯意义上的理性类型划分。由于我国的现代

化过程具有“压缩现代性”的特征，前现代、现代

与后现代多期并存，情感传播也因此是多种形态的

混杂、交融。不过，从总的方向上看，中国的社会

变迁依然令情感传播的主轴经历了从家族向单位、

再向市场，最后向虚拟网络的转变；同时，随着市

场化和数字化的叠加，情感传播在再造主体和社会

动员等方面的功能日渐突出。另一方面，从现实表

征上看，当前的新媒体正逐渐转型为数字平台，这

也对情感传播造成了新的影响。乔丝•汉兹（Joss
Hands）指出：“当社交网络开始变成数字平台

时，台式机愈益被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各类网络

应用界面及云计算取代，数字平台随之具有一种能

在相对密闭、可控和商业化环境中捕捉使用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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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力量”[11]。我国学者胡凌也对数字平台做出

了恰切的分析：“晚近发展出来的以平台为代表的

互联网形态十分不同，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和便

利了万物的联系，同时却背离互联网的初衷，成为

一个更加中心化的商业帝国。”[12]因此，较之于社

会化媒体的视角，数字平台范式更能洞察到情感传

播在现阶段面临的三个突出问题。一是，当前数字

平台的用户数量不断增多、网民互动渠道进一步拓

宽，主体间情感传播的在线化、规模化与多元化程

度空前。二是，数字平台说到底是一种被资本裹挟

的系统，网民的情感在其中被进行了商品化和数据

化的处理，情感传播成了平台运营商获取流量并借

此营利的商业手段。三是，作为数字平台最重要的

技术支撑，算法能够通过分析用户的数字行为而迅

速掌握其情感偏好，从而以“千人千面”的信息分

发模式影响乃至操纵情感传播。社会、市场和技术

这三个维度，构成了我们理解数字平台背景下情感

传播成因的关键线索。

二、数字平台背景下情感传播成因的多

维分析

现阶段，数字平台成了网民进入虚拟空间的主

干道。我们日常的新闻浏览、视频观看、互动交流

以及信息搜索，大都只需要登入数字平台就能轻易

完成。数字平台已然构成了当下信息交换的电子生

态，这为情感传播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布景”。

（一）民间社会：情感传播的群体结构

我国数字平台的发展塑造出了一个极为感性的

线上民间社会（folk society），它是情感传播得以

发生的基本结构。具体而言，随着近年来移动智能

终端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数字平台运营企业也不

断简化操作界面并投入巨额补贴，这吸引了大量原

先被“数字鸿沟”隔断的人群注册成为平台用户。

于是，在平台使用门槛持续降低、用户规模不断增

长的同时，用户的整体结构也发生了剧变，网络社

会从以往被精英人群掌舵逐渐变为由大众群体主

导。以社交平台为例，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

具备中等教育程度的用户规模占比最高，初中、高

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用户分别为36.4%、27.4%，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用户只占到了12.8% [13]。这一

“草根性”用户结构决定了数字平台不再是白领

式、精英化的网络场域；相反，数字平台在线复制

了一个现实的民间社会。民间社会不强调精英群体

所崇尚的公共领域和理性争辩，反而更加依赖私人

性、感性化的关系与道德。

网络民间社会对情感传播的推动，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由于绝大多数平台用户受教育程度不

高，他们往往不能很快接受那些过于理性、长篇幅

的文字信息；反倒是情感化、碎片化的简易表达更

易引起群体共鸣。于是，较之于理性传播，情感传

播在平台上带动了信息的快速流动并产生广泛影

响。二是，网络民间社会对“道义”的重视，也令

情感传播成了网民在线申诉并解决问题的重要途

径。所以，在我国民间社会属性极强的数字平台

中，我们不仅要看到“技术赋权”的层面，更要洞

察“情感赋能”的维度。所谓情感赋能，其本质是

网民依靠传统“道德语法”而展开的情感传播，以

此建设自我认同并获得社会权利。

（二）情感经济：情感传播的市场动力

当前，新媒体正在变成“连接一切”的巨型商

业化数字平台，情感经济（affective economy）应

运而生。有论者指出，情感经济是资本将个人或集

体的情感作为一种营利工具，促使情感变成非物质

生产劳动所创造价值的重要部分[14]。不过，在新数

字环境下，情感的经济价值必须依托数字平台中的

情感传播才能完全实现。这可从以下两点进行把

握。一是，基于数字平台的情感经济需要借助情感

传播获取点击量。已有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社交平

台中的文本情绪性显著正向地影响转发量，情感卷

入度高的文本更易获得转发[1]。因此，情感传播能

够通过提升信息转发量而获得网民的积极关注，为

平台导入流量并增强用户的活跃度及其黏性。制造

并推动情感传播由此成为各大数字平台“锁住”用

户，并占有用户产出内容（UGC）价值的基本手

段。二是，情感经济的“流量变现”，也需要利用

情感传播加强对用户数据的收集。由于平台企业最

大的商业秘密就是把收集和分析用户数据作为营利

基础，而以“赞”为代表的“情感数据”又是其中

最为关键的部分。我们必须认识到，点赞、“喜

欢”和分享等界面按钮，并不仅仅是为了协助用户

在虚拟环境下表达自我情绪，更是数字平台运营企

业收集用户数据的隐藏手段。于是，用户越多地参

与情感传播，数字平台也就能越完整地掌握他们的

态度、意见和倾向，完成从“读数”到“读心”的

升级，以此更加精准地为赞助商投放广告。总之，

情感传播为情感经济的发展导入了网民数量；而情

感经济则反过来又成了推动情感传播的商业动力。

情感传播与情感经济的相互促成，深刻体现了情感

在数字平台时代中的可营利性，情感传播愈益成为

令一切数字行为商品化的“点金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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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台算法：情感传播的技术要件

实际上，从数字平台对情感数据的处理上，我

们已潜在地涉及了算法。而且，就情感传播本身而

言，它除了受到社会逻辑和商业逻辑的主导之外，

还建基在算法的技术逻辑之上。算法是互联网运作

机制的底层架构，它管理、策划和组织着大规模的

运算工作，在关键位置和基础层次上决定着上层的

应用逻辑[15]。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平台环境中，

算法不仅能引导和规制用户的在线行为，更能反

映、聚合集体情感并推动情感传播。一方面，隐藏

在界面设置之下的算法，能够间接地推进情感传

播。以社交平台为例，算法虽不可见，但作为算法

分析的基本素材，“赞”“点击量”和“转发次

数”等却是可视的。在乔丝•范•迪克（José van
Dijck）看来，这些可视化数据的本质就是“以高

度的情感价值来推动思想或事物的流行”[16]65-66。

所以，当被赞量、点击量和转发量等数据被算法分

析并展现到界面之时，网民参与情感传播的状态也

得到了直观展示。一旦这些数据在短时间内发生跳

涨，相关信息的可见度和可信度也会被迅速提高，

网民评论和转发信息的情感卷入度随之被拉升，情

感传播的接力范围和现实影响得到几何倍数的扩

大。另一方面，依靠算法的数字平台还能通过推送

的方式操控信息流动，不间断地激发用户的情感传

播行为。在数字平台环境下，我们获得的信息并不

完全是自主选择的，而是受到了算法的指配与分

发。以最常见的K近邻（k  nea res t  ne ighbor，
KNN）分类算法为例，这种算法能在长期观察用

户数字行为的基础上理解个体偏好，优先推荐与其

偏好具有亲近关系的新事物或新选项。这就使得原

本被用户投注进情感能量的相关或相似对象，会被

算法以个性化的方式再次推送给他们，由此引发新

一轮的情感传播浪潮。当前，各类社交平台也大都

利用算法监测信息流动，以“热搜”“热榜”等形

式标记情感传播的热点事件，强化某类集体情感的

聚合与显示，从而干预网民的情感传播行为。同

时，我国许多新闻聚合类平台和短视频平台的算法

亦是如此，它们通过信息挖掘而巩固用户的情感及

价值偏好，增强情感传播的集群化、持久性效应。

三、数字平台时代下情感传播的社会风险

自现代性以降，感性和理性的分离令社会理论

关注到了“理性牢笼”对主体和社会造成的异化效

应。不过，伴随数字平台的广泛建成，感性也越来

越受到数字系统的强化和利用，情感传播在此背景

下也造成了不可忽视的社会风险。

（一）情感传播引发了情感公众的“泛情绪化”

有论者指出，互联网将网民转化成了能够被情

感传播所动员、联系或分化的情感公众（affective
publics）；情感公众大都追踪和消费的是那类情感

能量较高的网络事件，并以感性化的转发或跟帖参

与讨论[17]。较之于普通网民，情感公众虽然更关注

公共议题，但也极容易受到非理性情绪的影响，

“泛情绪化”的现象随之产生。质言之，情感传播

容易让负载着公共价值的信息被集体化的感性理念

所包裹，致使信息再难具备固定、理性的内涵。于

是，情感公众在面对网络事件时常常化身为忽视客

观现实的“道德判官”，沦为被集体情感绑架的意

志微弱的群体[18]。

在数字平台背景下，情感公众的“泛情绪化”

还具体引发了两类后果。一是，“泛情绪化”会助

推猎奇、审丑的网络文化氛围。这是因为“泛情绪

化”会令感性信息得到更多、更快的分享，海量、

繁杂的情感信息流因此而生。位于其中的情感公众

为了增强自我输出信息的可见度，会选择不断加大

图像和文字中的情感强度，一些被改造得“荒腔走

板”的信息反倒因契合了大众心理而被广泛传播，

虚假新闻和错误价值得以深度蔓延。二是，“泛情

绪化”会令情感公众只满足于在线表达情感，而非

投身到具有建设意义的现实行动之中。有论者就曾

尖锐地指出：数字平台日益将线上行动主义

（online activism）降格为在线的“懒人行动主义”

（ s l a c k t i v i s m ）和“网络点击行动主义”

（clicktivism），它除了宣泄情绪和带来病毒式的

信息刷屏之外，并无助于推动情感公众参与真实的

社会治理[19]。现阶段，数字平台为情感公众创造了

足不出户便可参与公共讨论的便利途径，他们只需

变更头像、随手转发或添加主题标签（hashtag），

就能以情感传播的方式轻松表态或声援。于是，数

字平台日渐沦为抒发负面、激进情绪的“树洞”，

而非汇聚民智的网络渠道。

（二）情感传播加速了数字平台的异化

如果说我们将情感公众的“泛情绪化”视为情

感传播对人的异化，那么，情感传播对数字技术乃

至对数字平台本身的异化也同样存在。互联网虽然

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但伴随着第一代“黑客”

的产生，网络技术被赋予了一种反资本主义式的乌

托邦色彩，数字化的最终目的被定位于破除时空壁

垒，推动资源、信息、情感等要素的全面共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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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随着巨量的商业投资涌入互联网领域，网络共

享主义（dot.communism）开始变成网络商业主义

（dot.commercialism）[16]10。数字技术的异化日益

明显，它开始从“服务人”转变成“控制人”，从

“对抗资本”转变成“服务资本”。特别是在数字

平台背景下，由于情感传播具有促进“流量变现”

的功能，它遭到资本更大程度的利用并加速了平台

自身的异化。

曾任谷歌执行总裁的埃里克•斯密特（Eric
Schmidt）早就预言到：也许在未来，大多数的用

户无须输入字符来被动地等待平台搜索，而是需要

平台告诉他们应该关注什么和做什么。亦有论者曾

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称之为“后情感社会”

（postemotional society），并认为：在此社会形态

下，机器逐渐主导了人类的情感表达；我们的情绪

被科学技术殖民而逐渐远离本能式的反应 [20]。在

数字平台急速发展的当下，后情感社会的总体逻辑

并未根本改变。只不过，随着网民自主搜索信息被

平台推送信息所取代后，调动和形塑网民情感的科

技中介已然从传统的电器设备变成了数字平台。尤

为严重的是，为获取经济利益，部分平台故意利用

算法推送极具争议性的内容和煽动性的话题，试图

以激发网民极端的情绪体验而唤起大规模的点击与

浏览。这些由群体无意识主导的、狂欢式的情感传

播，虽然为平台增加了用户规模，但却最终破坏了

网络空间的良序公德，加速了平台从“内容为王”

向“流量为王”的异化。

（三）情感传播造成了“依法治网”的弱化

“依法治网”是现阶段我国治理网络传播乱象

的根本原则，但发生在数字平台中的情感传播却削

弱了“依法治网”的预期效果。这可从两类群体不

同的传播行为中得以呈现。一是，部分网民将

“法”与“情”进行了一种对立式的处理，误认为

法律法规是对个人网络情感表达的限制。于是，在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的理念得以树立时，网

民们却越来越不愿在数字平台中公开表达自己的态

度和情感了，“寒蝉效应”的意外后果随之产生。

香港中文大学朱顺慈教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青

年网民对争议性话题的网络讨论已变得十分谨慎，

这既是因为他们害怕遭受意见相左者的网络暴力，

更出于对自己不经意涉入违法违规情景的担忧[21]。

正是由于没有准确理解网络法律法规的本质内涵，

网民产生了“少表态、不发言”的行为倾向，宁愿

做沉默保守的旁观者。二是，与不参与情感传播的

状态相反，少数网民仍通过“信息加密化”和“群

组小型化”的方式，隐秘地推进情感传播。一方

面，为了避开网络监管对敏感信息的过滤，网民会

将含有错误价值取向的信息进行技术“修饰”，如

加设密码、修改后缀或替换敏感词等。这类被加密

的信息往往能够增强受众的“破译快感”和传播安

全感，违法违规信息凭此反倒更易获得转发。另一

方面，为降低传播违法消息而被惩戒的风险，社交

平台中的大型网络群组开始缩小为人数极少的圈

子。从某种程度上看，网络社群的小型化其实是网

民规避审查的理性选择。只不过，群组小型化并非

简单的社群分解；相反，它是基于成员间高度的信

任及情感连带的重组，由此形成数字平台环境中虚

拟社群的熟人化。当信息在此类高情感关联的小群

组中传递时，情感传播的辐射范围固然降低了，但

它却能在“我们感”和信任感更强烈的虚拟团体

中，快速影响甚至扭转成员的认知与评价，一些有

害思想极易在平台审查的盲区内滋生。面对以上新

情况，针对情感传播的治理已是刻不容缓。

四、结语：从情感传播到情感治理

在我国从乡土社会向网络社会的发展历程中，

情感传播作为信息和价值传递的重要手段一直未曾

缺失。特别是随着数字平台时代的到来，情感传播

的速度和内涵得到空前提升。如今，网民的情感不

单经由媒体传输，更日益被平台推送的信息所催生

和形塑。从此角度上讲，情感无疑是网络互动的固

有组成部分，我们因之不应将“情感”完全等同于

不良“情绪”，以“去情绪化”的方式武断处理情

感传播现象。进一步讲，在未来的学术探索中，我

们应如杨国斌所强调的那样，积极加快“互联网的

深度研究”，回归并直面网民的真实体验和情感[22]。

而在政府工作层面，相关部门也需要与数字平台达

成紧密合作，借助平台在大数据和云计算上的领先

优势，对网络情感传播及其引发的舆论进行追踪分

析，借此准确评估情感传播背后的舆情，回应、解

决网民集体关切的痛点及相应的体制机制障碍。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本文主要分析了情感传播

的潜在风险，但这并不意味情感传播缺乏建设性的

社会功能。事实上，笔者在前文已简略地提及了，

情感传播在乡土社会和单位社会里对主流意识形态维

护起正向作用。有学者对此作出了更加理论化的阐释，

她指出：情感传播不仅可以满足人们从情感表达到

道德培育等方面的需求，更能够促进文化成果的创

造与积累，从而完善主体的社会化和健康人格[23]。

当下，我国数字平台正加速崛起，情感传播速度更

快、范围更广、影响更深刻复杂；促成情感传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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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功能的发挥，比以往任一时期都更显迫切。为应对

这一新情况，党和政府也在引领情感传播的方式方

法上不断创新，以实现增信释疑、凝心聚力。人民日

报的多媒体平台“中央厨房”就是其中的典型。

“中央厨房”旨在同时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和情感

需求，通过情感传播连接和聚拢受众，完成引导、鼓

舞和提升认同的宣传功能[24]。所以，承载正能量的

情感传播已经成了网络治理不可忽视的有效途径。

可见，作为“依法治网”的关键补充，“以情

治网”同样能够塑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这在本

质上构成了一种针对网络主体的情感治理

（emotional governance）。所谓情感治理是指：在

关注公众情感动力机制的前提下，通过对政策法

规、经济规律、社会联接和大众媒体等手段的综合

运用，缓解公众的情感紧张，并促成不同主体在公

共领域中达致相互间的价值认同[7]4-6。从情感治理

的维度出发，针对数字平台背景下的情感传播乱

象，我们可开展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辩证施策，

缩减情感传播的负面影响，增强情感传播的建设功

能。在充分保障网民知情权的同时，不断健全网络

监管体系，进一步肃清恶意激发网民不理性情绪的

信息源头。二是坚持线上与线下结合的原则，准确

分析情感传播背后的群体诉求，将在线的极化情感

转变为线上线下的有序表达，并通过制度化和规范

化的手段予以回应及疏导，最终解决网民关心的难

点问题。三是推动网络技术从工具合理性向价值合

理性转变，避免算法沦为强化“信息茧房”的工

具，努力让网络技术升华为推介优质内容和正确观

点的载体。四是积极培养网民个体的媒介素养，使

网民知法守法并理解信息传播的权责边界，具备自

我鉴别信息真伪与在线合理表达情感的能力。唯有

如此，情感传播才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

动建成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的网络空间，增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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